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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

员工变通的驱动因素、实现方式与结果

—— 基于社会交换视角

○ 杨玉武  牛 芳

摘要  变通是行为主体通过与规则监管者的博弈，摆

脱尚具合法性制度的束缚，进而拓展行动空间的主动应

对环境挑战的策略。变通策略既有助于解决员工所面临

的困境，又会破坏组织制度的权威性。如何引导和管控

员工变通是我国各类组织普遍面临的挑战。本文基于社

会交换理论，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案例企业七个变通事

例的分析，探索员工运用变通策略的驱动因素、实现方式

和影响结果。研究发现 ：（1）压力认知、规则认知和资

源评价是员工变通的重要驱动因素。（2）与监管者的合作

式交换和竞争式交换是变通的两种典型实现方式，具体

取决于监管者是否遵守了双方历史交换规则。（3）合作式

交换和竞争式交换都会导致组织信任弱化和行为的关系

导向化，但影响结果存在差异 ；合作式交换削弱了组织

制度的权威性、激励员工直接与监管者建立和强化私人关

系 ；竞争式交换则削弱了监管者的公信力，迫使员工与组

织高层及监管者建立私人关系。本文研究结论对揭示变

通的规律和指导变通管控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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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变通被用来刻画行为主体通过对制度的灵活解读应

对环境挑战的策略。[1] 与效果推理逻辑、即兴、拼凑等

应对环境挑战策略不同，变通强调对制度规则的重新解

读摆脱制度束缚，为预期目标的实现创造空间。在实践

中，变通既表现为组织对外部监管制度的操纵、规避、

选择性或象征性执行，[2-6] 也表现为员工对组织正式规

则的利己性解读或扭曲。[7]

变通在我国各类组织内部普遍存在。受“不拘常规、

因地、因时制宜”的传统变通哲学的深刻影响，个体在

面对挑战时往往倾向通过变通达成目标。[8] 组织制度建

设相对滞后和挑战的复杂性，也迫使企业默许甚至鼓

励员工变通。[9] 虽然变通有完成任务或提高组织绩效的

目的，但会破坏组织正式规则的合法性和权威性。[10,11]

因此，我国企业普遍表现出对变通的模糊态度，在鼓励

与约束之间摇摆。

现有文献关于变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

基于制度视角探讨制度模糊性、监督成本、制度与社会

认知规范的差距等对变通的影响，强调完善制度设计约

束变通，通过变通发现制度缺陷、促进制度创新。[10] 该

视角过于夸大制度对变通的影响，忽略了行为主体认知

等因素的重要性。（2）基于相关方互动的视角，归纳和

总结变通的现实表现形式及获取合法性的途径等，[1] 强

调经济理性在变通决策中的重要性。然而，基于该视角

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变通现象的描述和分析，并没有揭

示出变通的内在规律。

由于变通是对尚具合法性制度的扭曲和利用，必然

涉及与制度监管者的互动博弈，双方都将因变通面临制

度惩罚的风险。在强关系社会的我国，双方在互动博弈

的过程中，除了经济利益诉求外，社会关系也不可避免

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考虑到变通在各类组织中普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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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及参与主体间长期互动的特点，社会交换理论为揭示

其特点和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社会交换理论聚焦于交

换主体间基于长期互惠原则的互动，强调参与主体间的

互信和风险共担、规则认知，以及彼此交换产生的非确

指性远期回报对个体决策的重要性，认为社会交换对直

接参与方和组织都会产生深刻影响，有效将行为主体的

能动性和主体间的互动纳入分析框架。本文基于社会交

换视角探讨如下问题 ：给定组织情境下，哪些因素驱动

员工决定采取变通策略？员工主要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变

通？不同的实现方式对员工自身和组织产生了何种影响？

本研究在整合了变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工程建

设行业的 Q 公司为案例，通过访谈筛选出七个完整的典

型变通事例，归纳并建构了员工变通的驱动因素、实现

方式和影响结果模型。本研究引入社会交换理论，探讨

员工变通的特点和规律，突破传统制度视角的局限，深

化了对员工变通规律的理解，为合理引导和管控变通提

供理论指导。

一、理论背景

1. 变通的界定

针对变通问题的研究在组织战略和行为领域都有涉

及，学术界尚未对变通概念达成一致。组织战略领域的

研究主要关注制度环境下组织的策略选择，认为制度缺

陷为变通提供了空间和动力，组织基于经济理性通过象征

性执行、[3,4] 利用信息优势规避制度规定、[2] 游说监管者放

松监管、打制度擦边球等维护自身利益，[12] 具体策略选择

受组织结构、过程及与监管机构互动的影响。[13-20] 变通被

认为与监管制度创新和经营环境改善息息相关，组织变

通有助于促进监管制度创新和长期经营环境的改善。[10,21]

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将个体置于组织监管规范之

下，将变通视为组织成员通过扭曲制度规定寻求任务目

标的达成、自身利益或所在部门利益最大化的策略，[22]

认为组织内部制度模糊性、制度参与方间的关系都会对

个体变通决策产生影响。[10,23] 与变通相近的主题是员工

违规，[24-26] 两者都伴随着对组织正式规则的违背。[11] 该

领域的研究主要基于三种视角：（1）制度视角认为，规则

困扰是员工违规的根本原因，受到规则合法性、公正性、

监管强度、被认可程度等的影响。[27-30]（2）理性决策视角

认为，员工对规则的违背与遵从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既

受制于外部压力，也取决于个体认知和个性特征。[31-35]（3）

道德决策视角强调了违规对员工造成的道德困扰，关注员

工、领导者及同事的道德信念和组织道德氛围的作用。[36-39]

但违规与变通不同，它并不涉及对制度规则的利己性解

读或扭曲。

基于现有文献，变通是组织和个体面对环境挑战

的典型策略，其典型特征包括 ：因制度模糊性及制度规

定与即时情境需要的冲突、[10,40] 行为主体利益受到规则

的束缚、[41,42] 与监管者的互动博弈，[8,43,44] 以及寻求对监

管规则的重新解读。[6,45]

本研究将变通界定为：在即时情境下，行为主体通

过与规则监管者的博弈，摆脱尚具合法性制度的束缚，

进而拓展行动空间主动应对环境挑战的策略。第一，变

通是行为主体主动应对环境挑战的策略 ；第二，在即时

情境下，正式规则对行为主体的利益形成约束 ；第三，

通过与制度监管者的互动博弈，为预期目标的实现创造空

间；第四，变通不是直接恶意破坏规则，而是通过对规则

的重新解读对其进行规避或利用。

2. 社会交换与变通

社会交换理论将社会生活视为参与方之间基于互惠

的资源交换关系，[46,47] 被广泛用于探讨组织公民行为、

组织承诺、公正、监督与组织支持等主题。[48] 与经济交

换明确的时限性和相互分离的一系列等价交换不同，长

期互惠、注重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护。[49] 除经济资源

外，社会交换还涉及情感、信任、承诺等资源，并在双

方间产生非确指性义务。[50] 社会交换过程是一系列具体

交换的绵延体系，以行为主体针对目标个体采取行动开

始，目标个体基于互惠原则做出回应，资源在该互惠过

程中得以交换，促进双方关系的形成或发展，高质量的

关系为双方新一轮更高价值的资源交换奠定基础。[51] 社会

交换受到行为主体内在动机的驱动，[52] 双方基于对交换规

则的理解和遵守程度、交换意愿和资源水平进行交换。[53]

个体间的社会交换不仅影响着交换双方的利益和关系质

量，其影响还会在组织内部扩散。[54,55]

变通具有鲜明的社会交换特征。第一，变通涉及存

在长期互惠关系的主体间互动。当利益受到制度约束时，

行为主体会寻求与自己存在长期互惠关系的主体进行交

换，以牟求私利并规避潜在的制度处罚。如食品安全检

查过程中，商户为了免除或减轻行政处罚托关系找熟人，

而政策执行者则因好友关系而做出减轻或免于处罚的决

定，双方也会建立起未来给予必要回报的心理契约。[8]

第二，互信是变通的前提且在交换中得以增强。针对政

策变通现象的研究发现，上级政府往往会倾向给予地

方政府一定的操作空间，地方政府将此视为上级的信任

和鼓励，积极探索政策的完善空间和实施的有效方式。[45]

第三，经济利益和人情均是高价值资源。在我国变通实践

中，行为主体与制度监管者间的互动往往伴随着资源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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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人情是广为使用且价值相对较高的资源，难以定价

却常被用于交换制度监管者手中的自由裁量权。[14,56]

3. 文献评述与研究框架

现有文献表明，近年来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了变通在

我国企业应对环境挑战中的重要性，但变通的研究与其

广泛存在性并不相适应。现有研究过于强调制度模糊性

和经济理性的重要性，忽略了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和参与

者互动的作用，难以回答相同制度安排和情境下不同行

为主体选择的差异性，没有揭示变通的实现方式和对组

织的影响机制，难以满足引导和管控变通的现实需要。

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员工变通的驱动因素、

变通实现方式、对个体和组织的影响为轴线，将员工的

能动性和参与者间互动的作用纳入分析框架（见图 1）。

本研究将跨层次讨论员工变通对组织的影响，主要基于

如下理由：第一，变通必然涉及对组织尚具合法性的正式

制度的扭曲或利用，因此会在组织层面造成影响；第二，

社会交换领域的研究表明，员工间的社会交换会在组织内

部持续扩散，对组织绩效造成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主要是因为：第一，本

研究的核心是要回答“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案

例研究方法具有较好的适恰性。第二，案例研究可以清

晰展现变通的驱动因素、互动和结果，有利于识别变通

结果的形成逻辑。第三，现有对变通的研究缺乏系统性，

适合采用能够对现实进行丰富细致描述的案例研究方法

进行深入探索。第四，案例研究方法既可以获得丰富细

致的个体层次数据，又可以通过对公司高层的访谈获取

组织层次数据，为分析员工变通对组织的跨层次影响提

供证据支持。

1. 案例企业选取及概况

本研究选取了工程建设行业的 Q 公司作为研究对

象。选取该行业的原因如下：第一，工程项目及其内外

部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灵活的个性特征是项目经理取得

职业成功的关键。[57] 第二，工程建设行业是一个充分

竞争的行业，项目经理对每一个利润机会都高度敏感。

第三，项目经理的变通具有问题导向性、明确的目的

性、紧迫的时间约束，能清晰、完整地展现变通的相关

信息。因此，该行业特别适合本文的研究需要。选择 Q

公司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第一，为了对环境挑战做出快

速有效地响应，公司实施项目经理负责制，由项目经理

全权处理项目一线问题并对项目利润目标负责。但为了

有效利用稀缺资源、避免项目经理滥用职权损害公司利

益，公司又制定了严格的项目审批与内部监管准则，为

各主要职能部门赋予重要资源分配、监督、审计和重要

事项审批权，限制项目经理的技术选择空间。为了实现

项目工期和利润等目标，项目经理经常想办法绕开制度

规定。第二，Q 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稳步

提升，在 Q 公司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已经褪去

的情况下，近五年来公司主营业务额仍增长了近两倍，但

利润率却只有行业平均利润率的 2/3。因此，Q 公司为我

们系统地揭示员工变通的特点和规律提供了较为理想的

情境。

Q 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以某市市政工程管理局

下属事业单位为主体组建的市直大型国有企业。公司注

册资本 30 亿元，主要从事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

建设、运营、维护。近五年，公司的技术和管理能力持

续提升，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下，

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工程建设业务生产经营总

值实现了年 25% 的增长，年均生产经营总值约 80 亿元。

但主营业务的年均利润率却只有 2.6%，低于行业平均水

平（约 4%）。公司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经理与公

司签订目标责任书，在公司各部门的支持和监督下，领

导项目队伍承担项目的具体工作，对项目绩效指标负责。

公司采用项目经理排名制，基于历史业绩确定其排名，

并根据排名确定项目选择的优先序列。公司各项目队伍

总体稳定，队伍规模在 12-20 人，成员收入由基本职级

工资加项目绩效奖金构成，其中绩效奖金总额根据项目

利润确定，由项目经理负责分配。项目队伍主要负责工

程技术和管理工作，所需材料、设备和劳务依托公司或

通过外包解决。

2. 数据收集

本研究团队于 2016 年 5-8 月深入案例公司展开了

三轮正式访谈，包括项目经理 14 人、职能经理 6 人及

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3 位高管。受访者均

在公司工作 7 年以上，每位项目经理的任职年限均在 3

年以上。除财务部经理外，其他受访职能经理均具有 5

年以上工程一线管理经验。3 位高管均由公司内部升迁，

任现职时间均在 3 年以上。访谈时间为 40-90 分钟 / 人。

第一轮访谈对象为 14 名项目经理，重点搜集他们

与组织内部各职能部门的互动策略，通过鼓励和追问的

方式，激励受访者用真实完整的事例予以描述，并请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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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受访者对先前受访者所讲述的事例进行评价和补充。

在每次访谈结束后，研究团队及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

析，提炼出每位受访者的核心观点和所讲述的事例，识

别数据的缺陷和不足，整理受访者提出的相对片段化和

模糊的事例，在后续访谈中验证、补充和调整。第二轮

访谈对象为 6 名职能经理，请他们对项目经理所讲述的

策略和事例给予评价，为我们判断和评价第一轮访谈所

整理策略和事例的真实性与普遍性提供依据。第三轮访

谈对象是公司 3 位高管，我们总结并汇报前两轮访谈的

结果，听取他们的评价和反馈。既验证前期数据，又为

发掘变通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提供依据。

3. 数据分析及研究过程

表1  变通特征与事例概要对照表

特征一：员工利益受到制度束缚
● 希望缩短工期，但受到工程部变更审批制度的限制（A）
● 希望在安全生产措施方面节省成本和工期，但又不愿意承受安全生产制度的惩罚（B）
● 希望快速完成合同审批、节约工期，但合同审批需要必要的流程和佐证材料（C）
● 上报的项目数据会成为企业干预项目或者做出处罚的依据（D）
● 希望尽快付款以争取工期和节约成本，但财务部的付款优先序制度阻碍了付款进程（E）
● 希望在春节前下发奖金，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工作热情，但审计制度限定了审计程序
和时间（F）
● 希望通过变更抓住潜在利润机会，但变更审批制度相对复杂（G）

特征二：围绕制度解释展开互动
● 未审批就施工，后与工程部领导沟通，以施工效果良好为由，争取工程部的谅解（A）
● 施工中安全措施不到位，被发现后利用副经理与安监经理的私人关系，争取安监部的
谅解（B）
● 拆分合同、自主审批，以未给公司造成损失且工程进度良好为由，争取工程部的谅解（C）
● 主动调整数据，监管方在明知数据存在瑕疵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冲突和增加工作量，
对数据造假视而不见（D）
● 游说财务部经理，优先为自己的项目放款（E）
● 通过满足审计部门领导的私人要求，换取审计结果和审计时间（F）
● 通过满足变更审批主管领导私人要求，换取变更方案的及时审批（G）

特征三：实现了对尚具合法性制度的重新解读
● 实现了对变更方案审批程序及处罚条款的利己性执行（A）
● 实现了对公司安全生产制度及处罚条款的利己性执行（B）
● 实现了对公司工程合同管理规范及处罚条款的规避（C）
● 实现了对公司项目数据报送制度规定及处罚条款的规避（D）
● 突破了公司工程合同付款优先序列的规定（E）
● 突破了公司审计不受外界干预的规定，压缩了审计周期，影响了审计结果（F）
● 压缩了审批流程和对相关资料的规定，满足了项目经理的时间要求（G）

注 ：A、B、C、D、E、F、G 分别代表七个变通事例。为了区分讲述人身份，文中用“-p/f”分
别表示项目经理和职能经理 ；用“T-1/2/3”分别表示董事长、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第一步，筛选变通事例。（1）研究团队分别独立识

别出项目经理为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策略、相应事例及各

方对事例的评论，然后将各自提取出的事例进行比对分

析，确保不遗漏不重复。（2）在对所有事例达成一致后，

形成变通事例和评价文本，为每一个事例赋予唯一代号。

（3）作者各自独立审阅文本，剔除重复和没有被交叉验

证的表述及评论进行相互比对，对遗漏、分歧之处进行

讨论、修正和完善，得到项目经理、职能经理和企业高

管共同确认其广泛存在性的九个完整事例及相应评论。

（4）根据员工利益受到制度束缚、围绕制度解释展开互

动，实现了对尚具合法性制度的重新解读等标准，筛选

出七个来自不同项目经理讲述的变通事例。事例概要和

变通特征对照关系如表 1 所示。

第二步，数据文本的划分。研究团队分别独立阅读

七个变通事例文本，将每一个变通事例文本划分为驱动

因素、实现方式、影响结果三个部分，然后将划分结果

进行比对，出现差异时回到文本和原始访谈材料中反复

讨论直到达成一致。

第三步，议题提炼。首先，在变通和社会交换文献

的基础上，我们依次对驱动因素、实现方式和影响结果

三个议题下的数据进行归纳和提炼，将其归入相应的

类别。如，将“时间紧迫”“利润流失”“团队维系”和

“处罚风险”等归类为“压力来源”。然后，对所有类别

作进一步提炼，确定出相应的子议题。如将“压力来源”

和“压力纾解”提炼为子议题“压力认知”。在议题提

炼的过程中，我们在数据和理论之间不断迭代，研究团

队成员对分歧反复讨论，直到达成一致。最后，生成的

议题结构如表 2 所示。

表2  议题结构
议题 子议题 类别

驱动因素

压力认知
压力来源

压力纾解

规则认知
合规低效

制度灵活

资源评价
关系价值评判

职权价值评估

实现方式

交换规则遵守
遵守交换规则

违背交换规则

交换方式
合作式交换

竞争式交换

影响结果

信任弱化
制度权威性弱化

监管者公信力弱化

行为关系导向化
监管者关系导向

高层关系导向

第四步，议题间匹配关系分析。结合各变通事例文

本中的高管、职能经理和其他项目经理对变通事例亲历项

目经理的评价，围绕“互动方式”“信任削弱”和“行为导

向”三个子议题下的类别进行匹配分析，揭示不同的实现

方式是否及如何影响组织内部信任和行为倾向。

本研究不是以验证预设理论假设为目的进行数据分

析，而是在数据、社会交换理论和变通相关文献的反复

对比和启发过程中不断提炼研究发现，试图对变通的驱

动因素、实现方式和影响结果及其相互关系做出更系统

和清晰的解释，推动变通理论的发展。在完成议题提炼

和模型的初步建构后，本研究团队再次深入到案例企业，

随机对未参加第一轮次访谈的四名项目经理进行访谈，

未发现新概念和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理论饱和。

三、研究发现

1. 变通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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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
个体不会随机选择社会交换对象或启动社会交换，

而是基于情境认知做出决定。如果潜在交换对象违背

互惠规则的风险过高或自身缺乏可供交换的资源亦或成

本收益不符合预期，都可能迫使行为主体放弃。[47] Q 公

司项目经理变通的三个关键驱动因素是 ：压力认知、组

织内部问题解决规则认知、所拥有资源的评价。

（1）压力认知与变通

认知会影响个体的态度和动机，是决定个体行为

的关键。[58] 压力会促使个体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采取

更灵活机动的策略，以寻求问题解决和压力释放。[59,60]

在复杂的项目内外部环境中，Q 公司的项目经理面对时

间和绩效等巨大压力，难以在组织内部规则框架下得到

有效纾解（如表 3 所示）。

表3  项目经理的压力认知

子议题 类别
数据
归纳

典型证据援引

压力
认知

压力
来源

时间
紧迫

中途接手的高速公路工程，工期本已经落后，业主临时提出
增加部分工程（A-p）
项目本已拖期，审批如果再拖几天，项目队伍的努力将付之
东流（C-p）
项目的利润窗口转瞬即逝（G-p）

利润
流失

合作企业根据付款及时程度确定价款或开工时间，付款不及
时利润就会减少（E-p）

团队
维系

没有审计报告，奖金分红就无法计算下发。我不能让兄弟们
空着手回家过年，否则队伍还怎么带（F-p）

处罚
风险

当时现场安全措施未完全落实，按照公司规定，要被罚款和
通报批评（B-p）
报上去的数据要是真被查出来有问题，肯定会被抓着不放，
后续很麻烦（D-p）

压力
纾解

增加
工作量

报批最怕各部门推诿和要求补充材料，这种情况总是没完没
了、难以预测（A-p）
安监部门永远都在提要求，我们人手本就紧张，很难抽调出
来满足他们的要求（B-p）
工程部对海外现场情况不了解，肯定要补充材料、反复地解
释说明（C-p）

受到
歧视

本来一点点问题也会被放大，就好像你所有的工作都有问题
（D-p）
财务部按项目重要度付款，排名靠后和人沟通的时候会让自
己很丧气（E-p）

时间
成本高

审计工作的规范性比较强，人家有很多理由拖下去（F-p）
某部门领导对风险小的变更方案批复很快，如果他拿不准就
以各种理由拖着（G-p）

Q 公司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和项目经理排名制，项

目经理需要承担项目工期、利润、质量、团队建设和人

才培养等任务，并根据任务完成情况获得积分。因项目

及其环境高度复杂，项目经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且

这些挑战往往是项目经理或团队难以独立应对的，需要

企业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然而，项目经理向公司内

部寻求压力纾解时，并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回应，反而

增加了困扰。正因为识别到难以通过合法途径纾解的压

力，项目经理选择了变通。如在事例 G 中，项目经理识

别出潜在利润增长点，但迟迟没有拿到实施方案批文，

影响了项目利润目标的实现，于是项目经理开始搜寻相

关部门领导的需求信息，试图通过交换达成目标。因此，

压力认知驱使项目经理变通。

（2）规则认知与变通

规则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行动指南。[61] Q 公司由事业

单位改制组建，内部制度规范性及执行的严谨性存在缺

陷，项目经理不愿意也难以通过合法程序解决问题（如

表 4 所示）。

表4  项目经理的规则认知

子议题 类别
数据
归纳

典型证据援引

规则认知

合规
低效

合法程序
复杂

合同审批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的材料和手续也比较繁杂
（C-p）
公司一事一议的事太多，问题稍微复杂一点儿，就要几
个相关部门开会商量（G-p）

合法程序
时间长

如果你等得起或者不想承担后果，那就走程序（A-p）

制度
灵活

制度执行
不严

大家都在一线干过，能理解队伍上的难处，很多规定也
没有必要执行得那么死（A-f）
只要态度端正、真正认识到错误，我们也不愿意得罪人，
安监也要人性化（B-f）
监管部门不会真下来查数据的真实性的，那样只会给他
们自己带来麻烦（D-p）
争取不一定能拿到钱，但不争取，钱肯定会被其他项目
拿走的（E-p）

处罚结果
可变更

如果是些小问题，想想办法一般都能过得去（F-p）

项目经理负责制使各部门的利益与项目绩效脱钩，

导致职能部门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各部门往往以维护

公司利益为由，设置繁复的工作流程、严苛的材料审查

规定甚至临时因人而异的障碍，以人手有限、信息不足

等理由降低支持力度、推卸责任。因此，项目经理不愿

意通过正式途径解决问题。同时，为了提高关键资源的

利用效率、约束项目经理的谋私行为，Q 公司赋予职能

部门重要资源审批和项目状态监控权及较为宽松的裁量

空间。与正式途径相比，项目经理更愿意以争取职能经

理手中自由裁量权的方式，高效解决所面临的挑战。因

此，规则认知塑造了项目经理的问题解决途径和空间，

激励其通过变通解决问题。

（3）资源评价与变通

能否提供合理价值的资源是影响行为主体是否启动交

换进程的重要因素。[62] 在 Q 公司，人情关系和经济利益是

项目经理和职能经理交换的最主要资源（如表 5 所示）。

Q 公司由事业单位转制而来，内部人情关系错综复

杂，私交、领导情面和自身的社会资本都被频繁应用于

具体交换。公司内部对关系的普遍谨慎态度，降低了交

换的不确定性，使参与各方在利益评估中更趋长期导向，

也提升了彼此要价的可预测性。项目经理负责制使项目

经理成为 Q 公司内外部利益的关键节点，重要的分包和

采购等均由项目经理发起。手中掌握的巨大经济利益，

使项目经理有机会通过利益交换达成目标。因此，对自

身资源的评价，影响着项目经理对变通进程和结果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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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
期，进而激励或约束其变通。

表5  项目经理的资源评价

子议题 类别
数据
归纳

典型证据援引

资源评价

关系价
值评判

私交效用
工程部领导在项目上干过，大家私交不错，这点小事儿，
他们不好拒绝的（A-p）

领导情面
作用

财务部的事情光靠自己基本没戏，得请公司领导出面（E-
p）

关系网
价值

公司里朋友多，大家相互帮忙的机会就多，自然不会在
小事儿上难为你（D-f）

职权价
值评估

分包权
经济价值

工程分包的主导权在我们手里（G-p）

人事
影响力

有些人想进我们队伍，必须由项目经理向人力提出申请
才行（F-p）

2. 变通的实现方式

Q 公司的项目经理通过与制度监管者——职能经理

的交换，实现对规则的利己性解读，双方互动既有默契

的合作，也有直接的利益竞争（如表 6 所示）。

表6  变通的实现方式

子议题 类别
数据
归纳

典型证据援引

交换
规则
遵守

遵守交
换规则

维护私人
情感

大家都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更何况对方没有私心，没必
要上纲上线的（A-f）

维护业务
合作

把好合同审批关是为了提高公司的效益，项目上这么干也
有苦衷，只要两者不矛盾，完善一下手续也就是了（C-f）

违背交
换规则

不合惯例
以前类似这种审批的效率还可以，但这次是嘴上说没问题，
可就是不签字（G-p）

违背情理
照说公司领导的情面咱不能不给，可公司制度也要适当维
护（E-f）

交换
方式

合作式
交换

互利
我们不想被罚，但处罚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好事儿。罚的多
了说明他们前期工作不到位，未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吗（B-p）

利他
没有给公司造成损失，客户的反馈也比较好，让他们补了
个手续也就过去了（A-f）

竞争式
交换

利益争夺 调整分包方案后，争取到了批文的及时下发（G-p）

责任推脱
领导的要求我们不能拒绝，不过我们也有标准和制度，得
给我们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E-f）

Q 公司业务专业性强，对职能经理的专业素质和实

践经验有较高的要求。长期的一线工作经历，使职能经

理与部分项目经理建立了比较深厚的私人感情。这种紧

密的私人关系及当下和未来的业务需要，促成了双方的

合作。处于弱势地位的项目经理会积极利用各种机会拉

近与职能经理的私人关系，及时对职能经理的帮助给予

回报。掌握着项目经理所需重要资源的职能经理，在交

换中处于优势地位，有时会打破既有规则寻求利益分割。

双方会围绕经济利益进行试探并寻求平衡，但彼此依然

注重双方关系的维护，避免给自己未来工作造成困扰。

比如，项目经理会表现出灵活性，倾向将利益分割诉求

视为进一步强化或调整双方关系的投资。

合作还是竞争取决于交换双方对历史交换规则的遵

守程度。处于弱势地位的项目经理更倾向于遵守历史交

换规则，尽快完成交换。此时，如果处于优势地位的职

能经理同样遵守历史规则，那么双方的交换就会以近乎

默契的合作方式快速完成。如果职能经理违背历史交换

规则，项目经理就会试图寻求双方共同接受的利益平衡

点，通过直接的利益交换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合作

式交换和竞争式交换是典型的变通实现方式，具体方式

取决于双方对历史交换规则的遵守程度。

3. 变通的影响结果

社会交换有助于实现交换双方的即时利益，塑造双

方的关系给未来的社会交换奠定基础，[63] 而且，参与者

间的互动会塑造或影响局部规则，影响组织或群体秩

序。[61] 个体也会通过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修正认知、改

进决策，从而不断塑造群体行为倾向。[64] 变通对参与主

体的影响是清晰的 ：首先，七个变通事例中的项目经理

均改善了个体绩效 ；其次，使项目经理重塑了与职能经

理的交换规则。在组织层次，变通削弱了组织内部信任、

使组织成员的行为呈现出更强烈的关系导向化倾向，导

致“公司内部矛盾比较严重，扯皮、抱怨不断，拉帮结

派的现象普遍”（T-1）（如表 7 所示）。

表7  变通的影响结果

子议题 类别
数据
归纳

典型证据援引

信任
弱化

制度
权威
性弱
化

质疑制度
完善性

公司规定特殊情况可以由项目经理和监管部门协商解决，
可是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最后谁都说自己有特殊情况，
我们很为难（A-f）

质疑制度
执行标准

各部门有监督项目实施的义务，可是他们人手有限，真
正懂项目的也不多，只靠报上去的数据监督项目是很难的

（D-p）

监管
者公
信力
弱化

推脱责任
项目干得好不好跟人家没什么关系，只要是会让他们承
担责任的事儿，就总是想尽办法拖延，用时间来逼我们
妥协（G-p）

谋私利
他们的绩效跟着公司平均绩效走，我们项目队伍赚的比
较多，难免会眼红（F-p）

关系
导向化

监管
者关
系导
向

强化与部门
领导私交

主动去经营，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会有效果（F-p）

给各部门
留下好印象

多年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回公司不管有事儿没事儿都
会去各个部门转转（A-p）

高层
关系
导向

寻求领导
支持

领导不支持你、不给打招呼，怎么能证明你的项目重要
呢（E-p）

争取领导
授权

你能争取来更大的权限，处理事情的时候自然就有底气
（G-p）

变通对组织内部信任的削弱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

制度权威性弱化。以项目经理排名制为例，部分人通过

变通获得高积分，“打击了一些优秀项目经理的积极性，

他们不再专心于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T-2）。这种

不信任还扩散到了尚处于试运行阶段的扁平化管理制

度，使“扁平化变革迟迟无法全面铺开”（T-2）。第二，

监管者公信力弱化。变通削弱了项目经理对职能部门的

信任，认为职能部门不是在为项目提供服务，加强监管

也不是为了维护公司利益，而是为了规避责任和谋取私

利，职能部门的正当业务要求也被视为对自己的刁难和

不公正对待。这种不信任感扭曲了项目与职能部门的关

系，“在公司内部形成巨大的消耗，降低了公司整体运行

效率”（T-3）。

变通使组织成员更倾向通过与公司高层领导或者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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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与各级监管者建立紧密的关系来牟求个人利益，并在

组织中产生了示范效应，使“一部分人平时很少把心思放

在业务问题上，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拉关系了”（T-3）。一

些业务能力强或对业务能力成长需求高但却不善于经营

关系的专业技术人才被迫离开，“成了我们的竞争对手”

（T-3）。因此，变通改善项目经理绩效、重塑社会交换规

则，同时造成了组织内部信任弱化和行为的关系导向化。

4. 变通实现方式与影响结果的关系

Q 公司项目经理的直接和间接变通经验，对组织产生

了不同的影响，表现为变通的不同实现方式对组织内部信

任弱化和行为的关系导向化的影响存在差异（如表 8 所示）。

表8  变通实现方式与变通结果的匹配框架

变通实现方式/变通事例

合作式交换/A、B、C、D 竞争式交换/E、F、G

信任弱化
制度权威性弱化 A、B、C、D

监管者公信力弱化 E、F、G

行为的关
系导向化

监管者关系导向 A、B、C、D F、G

高层关系导向 E、F、G

合作式交换使项目经理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预

期目标，削弱了他们对正式制度的敬畏，不再相信正式

制度的约束力。当少数项目经理通过与职能部门经理的

合作摆脱了制度束缚而获利时，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就

不再敬畏制度规定了。很多项目经理就抱怨，“别人可以

不受约束，为什么轮到我的时候就必须按制度规定办”

（T-2）。监管部门也主动放弃原则，如“合同审批制度

对某些项目经理的约束力的确有限，问题主要出在审批

部门，他们不仅不处罚违规行为，反而会帮着违规者掩

盖问题……监管者都没把制度当回事儿，制度的权威性

自然就没有了”（T-3）。由于可以通过职能经理绕过制

度规定，项目经理也因此更加信任和依赖与职能经理的

私人关系。如“这些年公司安全生产方面有所滑坡，除

了安全生产环境等客观原因外，部分项目经理以各种方

式拉拢安监部门的一些领导，私下里称兄道弟，把我们

一些很好的安全生产传统都给丢了”（T-2）。

与合作式交换相比，竞争式交换的效率低且成本

高，项目经理倾向将职能部门的严格要求视为对自己的

刁难。这种负面情绪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在组织中

的扩散，“很多人抱怨审计部门执法不公、没有人情味，

觉得自己有特殊原因，审计部门没有切实体谅他们的难

处”（T-1）。然而，职能经理掌控着重要资源，迫使项

目经理依然试图通过增进与职能经理的私人关系，提高

问题解决效率。公司领导也认可甚至鼓励这种倾向：“工

程项目很复杂，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各方面关

系处得好的，自然绩效积分就高。那些不喜欢或不善于

处理和各方面关系的项目经理肯定吃亏”（T-3）。竞争

方式也使项目经理们更注重争取公司高层的支持来提高

自己的影响力。如“公司高层领导也不好当，总是有项

目经理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你的支持，在组织中建立一种

自己和某位领导私交很好的形象，以此来提高他们在公

司内部的回旋余地”（T-2）。

因此，合作式交换削弱了项目经理群体对组织制度

的信任，使其更倾向通过强化与制度监管者的私人关系

改善绩效 ；竞争式交换削弱了项目经理群体对制度监管

者的信任，使其倾向通过强化与制度监管者和组织高层

的私人关系改善绩效。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通过对案例企业变通

数据的编码分析，识别并建构了员工变通的驱动因素、

实现方式和影响结果及其逻辑关系模型（如图 2 所示），

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

第一，员工是否会采取变通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自身的压力认知、规则认知和资源评价。压力认知

是指在特定情境下员工感知到的压力源及通过合法合规

途径有效纾解的可能性。规则认知是指员工对组织内部

问题解决规则的看法。资源评价是指员工对自身所拥有

资源交换价值的评价。一方面，激烈的内外部竞争使员

工不得不频繁面对巨大的绩效压力，迫使员工冒险尝试

摆脱制度的束缚，拓展行动空间 ；同时，企业内部制度

建设的相对滞后和不完备性，使员工看到了规避制度约

束的可能性和效果，增强其通过变通纾解压力或牟求利

益的动机。另一方面，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及人际关系网

络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使监管者在监管过程中承受着来

自各方的压力，增加了其行为的可预测性。是否拥有足

以改变监管者执法标准的资源，成为影响员工决定采取

变通策略的关键。

第二，员工通过与制度监管者的交换实现对制度的

利己性解读。典型的交换方式 ：合作式交换表现为双方

较强的默契性，成本低廉且相对高效，有助于历史交换

规则 ；竞争式交换强调经济利益分割，表现为动态的互

动博弈，相对低效、会破环原有交换规则。具体实现方

式取决于制度监管者是否遵守了双方的历史交换规则。

我国文化具有鲜明的长期导向特征，未来合作预期使监

管者倾向对员工发出的交换请求给予积极回应。即使是

出于牟利或寻求风险补偿目的，提出重新分配利益的要

求，也是以不破坏未来合作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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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员工运用变通策略规避了制度束缚，拓展了

行动空间，有助于改善其绩效水平。员工在与监管者的

互惠交换中重塑了双方的交换规则，强化了双方对交换

关系的认同。变通的影响在组织内部扩散，导致组织内

部信任弱化和行为的关系导向化。组织成员间复杂的人

际关系网络，将具体变通事例快速传播至整个组织，形

成示范效应，使他们相信可以通过私人利益交换绕过制

度约束，进而削弱了组织成员对制度和监管部门的信任，

强化了他们对私人关系的认可和重视。

第四，变通的不同实现方式对组织的影响存在差

异 ：合作式交换导致组织制度权威性弱化，激励组织成

员与监管者建立和发展私人关系。竞争式交换导致监管

者公信力弱化，激励组织成员与监管者及组织高层建立

和发展私人关系。在合作式交换中，长期的合作历史在

双方建立深厚的情义，形成了非确指性义务，迫使监管

者主动降低制度执行的标准，甚至主动为朋友寻求绕过

制度监管的路径；员工只要维护好与监管者的私人关系，

就可以低成本达成预期目标。在竞争式交换中，员工对

监管者的态度主要通过社会比较而调整和建立。监管者

对交换规则的违背会被视为对双方关系契约的违背，员

工还会将监管者的严格监管视为对自己区别对待，对监

管者的评价也更趋情绪化。但是，由于监管者掌握着员

工所需的重要资源，所以，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或者通

过强化与组织高层的关系来影响监管者的决策依然是符

合经济理性的选择。

2. 理论贡献

第一，推进变通概念的可操作性。变通是我国广泛

采用的主动应对环境挑战的策略，但现有研究对变通概

念的界定尚不清晰且缺乏可操作性，鲜有实证研究成果。

本研究明确了变通的概念，使之与其他应对环境挑战的

相似概念相分离，有助于深入对变通问题的理论探讨。本

文依据员工利益受到制度束缚、围绕制度解释展开互动，

实现了对尚具合法性制度的重新解读，成功识别出具体

的变通事例，为实证探讨员工变通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进一步丰富变通问题的研究视角。现有针对

变通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制度视角，将变通视为制度缺

陷的结果。[14] 制度视角难以解释相同制度规定下，为什么

有些员工会采取变通策略而有些员工则不会的问题。互动

视角将变通视为经济理性决策的结果，但忽视了变通互

动双方间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发

现，人际关系在员工变通决策、实现和影响后果扩散中

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在注重人际关系和长期导向的

中国情境中，社会交换视角可以为变通问题的研究提供更

坚实的理论指导，有助于弥补和修正制度视角的缺陷。

第三，深化对员工变通与组织绩效关系的认识。现

有研究成果关于变通的影响存在较大争论，研究结论之

间是相互矛盾和割裂的。[10,11,24] 一种观点认为，变通会提

高组织或个体主动应对环境挑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1,65]

有助于推进组织或社会制度创新；[10,15]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变通会破坏组织内部制度，阻碍组织长期目标的实现，[66]

但这些观点缺乏基于中国情境的实证检验。本研究立足

于中国情境，发现员工变通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制，揭

示员工变通对组织的跨层次影响，弥合了现有研究争论，

对丰富中国企业中组织信任弱化和员工关系导向性行为

问题的研究也有一定意义。

3. 实践启示

组织的制度缺陷并不必然带来员工变通；员工运用变

通策略主要是受到压力认知、问题解决规则认知和自身资

源评价的驱动，需要通过与监管者的交换达成目的，在一

定程度上对组织造成复杂的影响。为了发挥变通的积极作

用和减轻消极影响，组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提高组织制度的灵活性和情境适应性。我国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企业必须不断完善内部制度以

应对内外部竞争的需要。组织可以通过建立制度质疑机

制，使一线员工成为制度修订的发起者，鼓励其在面临

困境时向组织高层质疑制度的合理性。这种机制可以降

低制度与情境的不匹配性、提高员工通过正式制度解决

问题的意愿，也可以有效抑制变通在员工中造成的示范

效应，减轻对正式制度的破坏，降低监管者承受的压力，

避免对制度和员工行为的负面影响。

第二，建立和完善员工压力观测和纾解机制。组织

应主动识别给员工造成压力的不合理制度规定，及时回

应员工的合理关切和诉求。通过改善绩效考核制度增进

监管者与员工间利益的一致性，使监管者成为员工压力

纾解的协助者而非阻碍者，避免监管者不作为或利用员

工所面临的压力诱导员工进行私人交换等问题。

第三，增大变通参与方的违规成本。交换双方行

为的可预测性和低成本，助长了员工的变通意愿。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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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监管者等手段，大幅提高监管者的处罚风险，提高

员工变通的成本，有助于降低员工运用变通策略的意愿，

约束监管者因私人关系违背制度规定或利用手中权力牟

取私利的行为。

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基于案例企业中的七个事例揭示了员工变通

的特点和规律，得出了一些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结论，

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本研究的数据为访谈

数据，虽然通过多位受访者的相互评价和印证，尽可

能还原了事例的原貌，但由于所处行业单一且事例数量

相对有限，要提升本研究结论在其他行业和组织中的解

释力，还有赖于进一步的大样本数据检验。第二，本研

究的访谈材料于 2016 年获得，存在一定的时效性缺陷。

虽然变通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且具有一定的社

会文化属性，其内在规律和特点也具有相对稳定性，但

是随着情境的变化也可能会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需

要在未来进一步跟踪、总结和提炼。第三，本研究没有

讨论组织制度特征、组织文化、员工个体特征等因素对

变通的影响，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高度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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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Factors, Achievement Ways and 
Consequences of Biantong: Social Exchange Perspective
	 Yang Yuwu, Niu Fang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Biantong is a strategy for the actors to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the legal system through the game with rule supervisors, 

to expand the action space and respond to environmental challeng-

es actively. Biantong not only helps to solve the dilemma faced by 

employees, but also undermines the authority of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How to guide and control employees’ Biantong is a common 

challenge faced by various organizations in China. Based on the So-

cial Exchange Theory, this paper conducts a case study by using a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to explore the driving factors, 

realization methods and impact results of employees' Biantong. This 

paper filters 7 Biangtong narrations based on three criteria: employ-

ee interests are constrained by the system, employees and system 

supervisors interact arou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stem, and 

realizing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ystem that still has legitimacy. 

This paper has several interesting findings. First, the main reasons 

for employees to adopt Biantong are: the pressure that cannot be re-

lieved,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rules have room for adjustment, and 

the resources to change the attitude of the rule regulator. Second, 

cooperative and competitive exchanges between employees and sys-

tem supervisors are two typical ways to achieve Biantong. Which 

method should be used depends on whether the supervisor has 

complied with the historical exchange rules of both parties. Third, 

cooperative and competitive exchange both lead to the weakening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 of behavior, but the 

results are different. Cooperative exchange weakens the authority of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encourages employees to establish and 

strengthe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directly with supervisors. Com-

petitive exchange weakens the credibility of regulators and forces 

employees to establish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top management 

and regulators. The findings in this paper reveal the internal logic of 

Biantong and will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

cance on the guidance and control of Biantong.

Key Words  Biantong; Social Exchange; Project Manager; Driving Factors 

of Biantong; Achievement Ways of Biantog; Consequences of Bian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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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m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business 

model of Internet platform has been appli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such as wholesaling, retailing, trade, logistics, financial services, 

manufacturing, et al. The term “platform” has become a hot word 

that is frequently mentioned by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and schol-

ars, undoubtedly platform theory also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research topics in the field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As the core of platform theory, the platform leadership has attracted 

enormous attention of scholars, and they have published significant 

works. Platform leadership refers to the influence of platform leaders 

on relevant stakeholders in the platform-based ecosystem. Howev-

er, to date, the research on platform leadership is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which means related researches are quite rare, and there is no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contains the key factors af-

fecting platform leadership.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and the impact of other entities 

in the platform-based innovation ecosystem on leadership are not 

considered.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What are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platform leadership? 

How do the business ecosystem and unique attributes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platform leadership? Based on the 

Niche Theory, this study uses th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strategic behavior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tform leadership,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latform leadership based on four Internet plat-

form enterprises and their business ecosystem.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platform leadership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latform 

enterprises’ Niche where they are located in the business ecosystem. 

Platform enterprises play the roles of the founder, coordinator, leader 

and arranger in the ecosystem, and there are four main affecting fac-

tors of platform leadership: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connection and 

coordination, innovation leadership and integrated expansion. Th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consists of four factors: platform architecture, 

installation ba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network coverage; the con-

nection and coordination contains five factors: interactive collabora-

tion, mainstay connection, information matching, neutral arbitration 

and mutualism; the innovation leadership is composed of four factor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versatile elements, comple-

mentary innovation, cross-border seeking and standard setting; the 

integrated expansion includes resource deployment, modular design, 

data collaboration, supportive enabling and scenario application.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 framework of platform leadership with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hich furth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of platform 

theor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ggestion for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and promoting platform leadership and creates an entry point for tra-

ditional enterprises’ platform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Platform-based Innovation Ecosystem; Complementary 

asset; Innovation Mechanism; Platform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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